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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坩埚是古代冶金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国内对坩埚的研究处于起步

阶段。文章梳理了与坩埚有关的文献史料，发现东汉炼丹家最早使用坩埚，宋以
后多用于金银冶炼，也有称为“罐”和“筒”的坩埚用于熔铜、炼锌、炼铅、炼铁等。
另外，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总结，发现坩埚可以分为两大类:铸造用坩埚用于熔铜、
化铁，可分为三小类;冶炼用坩埚用于炼铁、炼锌和炼铅。最后介绍坩埚研究的
常用方法，阐述通过分析坩埚和坩埚渣所能解决的冶金技术、生产效率、生产组
织方式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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坩埚( crucible) 是一种可移动的耐高温的容器，用于金属、玻璃、颜料的生产。坩埚是
古代冶金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多为陶质，可以进行多种金属的物理和化学反应，不仅用于

熔炼、浇注金属，还用于蒸馏法炼锌、矿炼黄铜、炼铁( 钢) 、炼金术等［1，2］。
西方学者对坩埚的认识和研究较早。1976 年泰利柯特( Ｒ． F． Tylecote) 就讨论过坩

埚的类型学及坩埚渣( 坩埚内冶金残留物) 的特征( ［3］，19 页) ，之后又总结了其形制和
材质的发展情况［4］。20 世纪 80 年代，弗里斯通( I． C． Freestone) 和泰特( M． S． Tite) 等
采用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射线荧光和复烧实验等科技手段研究坩埚的原料选择、生
产方式和使用性能［5-7］，奠定了坩埚研究的基础。随后涌现了一批研究案例，最重要的是
任天洛( Th． Ｒehren) 和马科斯( M． Martinón-Torres) 等对中亚和印度的炼钢坩埚、欧洲矿
炼黄铜坩埚和炼金银坩埚的研究。他们还总结了坩埚在不同金属生产中的应用［1］，坩埚
的技术特征与功能的关系［2］，以及坩埚的科技分析方法［8］。这表明西方坩埚研究的理论
和方法已趋于成熟。
国内对坩埚的认识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最早在殷墟、郑州二里岗等先秦铸铜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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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发现了少量坩埚，其他冶金遗址也常有发现，但是数量较少，多为残片。近年来考古发
现了一批坩埚冶炼遗址，出土了大量冶炼金属铁、锌和铅的坩埚。然而，国内学者对坩埚
的科技分析工作开展较少，如何堂坤等对河南洛阳吉利西汉坩埚［9］、北京钢铁学院对河
南荥阳楚村元代坩埚［10］及杨小刚等对重庆彭水徐家坝商周坩埚［11］的分析。近年来，陈
建立、刘思然、周文丽等借鉴西方坩埚研究的思路对重庆明清炼锌蒸馏罐［12，13］、河南殷墟
孝民屯熔铜坩埚［14］、河北曲阳燕川和河南桐柏围山炼铅坩埚［15，16］做了系统的科技分析，
为国内的坩埚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本文将梳理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探讨坩埚的概念、用途和种

类等问题，并总结坩埚研究的常用方法，通过列举个案研究说明对坩埚和坩埚渣的分析能

解决冶金技术、生产效率、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问题，阐释坩埚的研究在冶金考古和冶
金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 与坩埚有关的文献史料

与坩埚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炼丹术的文献。陈国符在《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中将道
教外丹词语“甘锅”、“甘锅子”、“甘埚子”、“甘窝”、“窝子”、“锅子”、“锅”、“瓜锅”并列，
认为“锅埚同音假借，锅当作埚。埚窝应同韵，窝埚叠韵假借，窝应作埚。……瓜甘双声，
瓜双声假借，瓜锅即甘锅”，即这些词均指坩埚，主要用于将丹药高温煆成汁或灰［17］。明
正统《道藏》中最大的丹经《皇帝九鼎神丹经诀》卷 9 收录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狐刚子所
撰《山金矿图录》，专述金银矿的冶炼，其中《出水金矿法》记载了将淘金所得的沙金中的
金粒与砂石分离，并进一步使金与银分离:“用甘土作锅，火熏使干。用松木炭置锅炉中。
即下金矿锅中。即排囊火炊之。”这句话表明炼金所用的“锅”由“甘土”制成。“甘土”又
叫“坩土”、“甘子土”、“坩子土”等，是一种以高岭土为主的高铝质耐火粘土，为北方地区
常用的制瓷原料，使用这种粘土制成的坩埚有较好的耐火性能。可见“甘( 坩) 锅( 埚) ”
之名即由此而来。
后世的文献中的坩埚多用于炼金银。宋代官修韵书与字书《集韵》和《类篇》:

“甘埚，液金器。”宋《重修玉篇》及清《康熙字典》: “甘埚，所以烹炼金银。”南宋陈元
靓《事林广记·锻炼奇术》、元末或明初《墨娥小录》卷 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五
金·黄金》分别记载了在坩埚里用矾硝盐、硫和硼砂分离金银的方法。明李时珍《本
草纲目·土部》也认为“甘锅，销金银锅”，还提及其制作方法: “吴人收瓷器屑，碓舂
为末，筛澄取粉，呼为滓粉，用胶水和剂作锅，以销金银者。”瓷器屑也属于高铝质耐
火材料。
至明清时期，坩埚还被称为“罐”或“泥( 瓦) 罐”、“砂 /沙罐”、“土罐”等，用于熔铜、炼

锌、炼铅等。《天工开物·冶铸·钱》描述了铸钱熔铜坩埚的原料和尺寸:“凡铸钱熔铜之
罐，以绝细土末和炭末为之。罐料十两，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暖，佐土易化物也。罐
长八寸，口径二寸五分。一罐约载铜、铅十斤，铜先入化，然后投铅，洪炉扇合，倾入模内
( 图 1) 。”《天工开物·五金·铜》记载了用坩埚生产黄铜的两种方法，即金属铜和炉甘石
( ZnCO3 ) 反应的矿炼黄铜法，及金属铜和锌直接合金化的方法: “凡红铜升黄色为锤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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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自风煤炭百斤，灼于炉内。以泥瓦罐载铜十斤，继入炉甘石六斤，坐于炉内，自然熔
化。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
取出，即成黄铜，唯人打造。”“铜”条后附“倭铅”条记载了坩埚炼锌法:“每炉甘石十斤装
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
发火煅红。罐内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铅也。”清吴其濬
《滇南矿厂图略·下卷·金锡铅铁厂第三》也描述了坩埚炼锌法:“有白铅，俗称倭铅，炼
铅以瓦罐，炉为四墙，矿煤相和，入于罐，洼其中，排炉内，仍用煤围之，以鞴鼓风，每二罐，

或四罐，称为一乔。为炉大小，视乔多寡。”清乾隆年间甘肃巡抚吴善达的奏章中提到坩
埚炼铅法:“今开采喜雀岭铅觔，经靖远县试煎一炉，装矿砂四百五十斤，共煎获净铅二百
二十五斤……每炉用装矿砂罐一百个……每矿砂一斤加用分铅生铁六两八钱五分……每
矿砂一斤加烧炼石炭一斤八两……”［18］

图 1 《天工开物》铸钱图:坩埚为筒形，用于熔铜和浇注

有的坩埚被称为“筒”，因为其为筒形，如清乾隆《博山县志》记载坩埚炼铁法: “康熙
二年，孙文定公召山右人至此，乃得熔铸之法。凿山取石，其精良者为驩石，次为硬石。击
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罏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击之碎之，易其筒与罏，
加大火。每石一石得铁二斗，为生铁。”
从上述文献史料来看，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的称谓多样，坩和埚可分别称作“甘”和

“锅 /窝”。东汉炼丹家最早使用坩埚，宋以后坩埚多用于金银冶炼，明清时期又被称为
“罐”，用于熔铜、炼锌、炼铅等，也有炼铁坩埚称为“筒”。文献史料中的坩埚都是外加热的，
即坩埚置于炉子中，以木炭或煤炭为燃料;这些外加热的坩埚可能用高铝质耐火粘土制作。



3 期 周文丽等: 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的发现和研究 361

2 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的考古发现

文献史料中涉及坩埚的形制、材质、制作方法及使用性能等方面的记载较少，因此考
古发现的坩埚对研究古代冶金用坩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坩
埚多出土于冶铸遗址，出土地有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重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
等，时代从商周、汉莽时期，到唐、宋、辽、金、元，直到明清时期。它们主要有两种用途，一
种是在铸铜、铸铁遗址作为熔铜化铁的器具，或浇注用的浇包，另一种在冶炼遗址作为炼
铁、炼锌或炼铅的坩埚。
2. 1 铸造用坩埚
从坩埚的形制来看，铸造遗址中出土的坩埚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铸造用坩埚敞口、较浅、厚壁、带流口，如河南偃师二里头“瓢形器”、重庆彭水徐家

坝商周“船形杯”等(图 2)。二里头瓢形器长约 25厘米，背部糊草拌泥，内表面均为灰色烧结
层覆盖并粘满铜渣。李京华和梁宏刚认为它是小型熔炉，既可熔铜，又可作为浇包［19，20］，廉海
萍等则认为是浇勺［21］。徐家坝船形杯残长 7. 5 厘米，内部有青灰色残留物，还附有铜块，杨
小刚等分析判断它是用于熔铜的［11］。这类敞口、带流口的熔铜器具在西方青铜时代也常有
发现，泰利柯特总结的西方坩埚分类中的 J型即为船形坩埚，如土耳其特洛伊四期遗址( 约
前 2000) ( ［3］，24页) 和英国 Breiddin遗址( 前 1005 ～前 110) ［22］的坩埚( 图 2) 就与二里头
瓢形器、徐家坝船形杯十分相似。另外，埃及底比斯新王朝时期( 约前 1500) 的 Ｒekhmirē 墓
的壁画上，有古埃及人用带流口的敞口坩埚熔铜和浇注的画面( 图 3) ( ［3］，19 页) 。由此可
见，这类坩埚应该既可作为内加热的熔铜坩埚，又可作浇包，设置流口便于浇注。殷墟也出
土了一些熔铜坩埚残片，从其弧度推测其敞口、较浅，很有可能是这类坩埚［14］。

图 2 第一类铸造用坩埚: 1. 二里头瓢形器( ［21］，图版 1) ，2. 徐家坝船形杯( ［11］，26 页) ; 3. 土

耳其特洛伊坩埚( ［3］，24 页) ，4. 英国 Breiddin坩埚( ［22］，96 页)



362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35 卷

图 3 埃及底比斯 Ｒekhmirē墓的壁画( ［3］，19 页)

第二类铸造用坩埚通常利用日用陶器来制作的，多在内外表面涂泥，比第一类坩埚略

深，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洛阳北窑等遗址( 图 4) 。郑州二里岗商代陶大口尊坩埚是将
灰色泥质陶大口尊的口部打掉，在腹部与底部外面涂上草拌泥，内壁多粘附铜渣和木炭;

而陶缸坩埚是利用厚胎粗砂质陶缸制作的，有的在外壁涂抹草拌泥，内壁多粘结铜渣［23］。
洛阳北窑的坩埚是将圜底陶瓮的口部打掉，内外壁涂上一层细泥，用草拌泥做成外侈的粗

厚的唇缘［24］。李京华认为上述陶大口尊、陶缸、陶瓮及二里头瓢形器等都为熔炉，因为它
们是内加热的，而外加热的才叫坩埚［25］，中国古代文献中也确实只记载了外加热的坩埚。
不过，西方学者定义坩埚为可移动、较小的冶金用具，既有外加热的，也有内加热的，而不
可移动的、较大的冶金用具则叫炉子，都为内加热的［1］。国内的考古学家们一般把附有
冶金残留物的陶质残片称为坩埚，并不考虑加热方式，故本文把内加热的、可移动的冶金
用具也称为坩埚。
此外，湖北盘龙城也出土了较多大口陶缸，徐劲松等通过模拟实验判断部分陶缸可用

于熔铜、浇注［26］，但是陶缸上未发现烧炼痕迹，且形体较大，无法确定是否用于熔铜。河
南新郑监狱春秋铸钱遗址出土较多陶罐和陶瓮残片，罐内外粘有红烧土，有的还有铜汁烧

烤的痕迹，发掘者命名为浇包［27］。河南南阳瓦房庄汉代铸铁遗址出土 3 个圆底陶罐，罐
外敷 3 ～ 4 厘米厚的草拌泥，其中 1 个陶罐内还有铁渣［28］。陕西户县兆伦汉代铸钱遗址
的坩埚多为夹砂红陶，少量为灰陶，平底或圆底，表面未涂泥［29］。这类坩埚是内加热、还
是外加热，是用于熔铜化铁、还是用作浇包，有待对坩埚作细致的观察和科技分析后再作
判定。
第三类铸造用坩埚不是日用陶器，多为筒形，平底或圆底，壁较薄，出土于江苏扬州唐

城、山西长治、河南荥阳楚村、内蒙古集宁路等遗址( 图 5) 。扬州唐城熔铸坩埚，较完整的
5 件，多为夹砂粗陶和泥质陶，同出的有铜矿石、煤渣、铜锈等，较小的为杯状，类似户县兆
伦坩埚，较大为圆筒形［30］。长治炉坊巷遗址出土了上千个坩埚，多为筒形，大小不一，有
的坩埚内部还有铜液残留［31］。荥阳楚村元代铸造遗址出土 22 个直筒形坩埚，内外壁都
有熔融痕迹，并粘有煤块、铁渣或铜渣［10］。集宁路元代遗址的坩埚为圆筒形，内壁残留有
铜渣［32］。这类筒形坩埚像《天工开物》中铸钱用的熔铜坩埚( 图 1 ) ，应该是外加热的，可
置于熔炉内熔铜化铁，并用于浇注。2011 年山西云冈石窟窟顶辽金铸铁遗址发现了大量
坩埚残片，刘培峰推测为置于化铁炉里化铁的坩埚( ［33］，1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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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类铸造用坩埚: 1. 郑州商城陶大口尊( ［23］，339 页) ，2. 郑州商城陶缸( ［23］，350 页) ，3. 洛阳北窑陶

瓮( ［24］，61 页) ，4. 南阳陶罐( ［28］，59 页) ，5. 户县兆伦坩埚( ［29］，25 页)

图 5 第三类铸造用坩埚: 1. 扬州唐城坩埚( 左为圆筒形，右为杯形) ( ［30］，24 页) ，2. 长治坩埚( ［31］，34 页) ，

3. 荥阳楚村坩埚( ［10］，图版 4) ，4. 集宁路坩埚( ［32］，55 页)

2. 2 冶炼用坩埚
河南临汝煤山［34］、山西榆次源涡［35］和曲沃东白冢［36］等龙山文化遗址曾发现坩埚残

片，发掘者判断是炼铜的，有待验证。
汉代及汉以前，中国有可能掌握了坩埚炼铁( 钢) 技术，但是证据不是很充分。在洛

阳东周王城一座东周晚期的陶窑内出土未使用过的筒状坩埚，在陶窑操作坑和附近灰坑

内发现使用过的坩埚残片及鼓风口、炉壁、铁渣，发掘者推测该陶窑烧造的是炼铁用的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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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洛阳吉利坩埚( ［38］，23 页)

埚［37］，但这只是猜测，也不排除用于化铁的可能

性。河南洛阳吉利东汉墓出土 11 个直筒形坩
埚［38］( 图 6) ，内外壁均烧流，外表面粘有煤块、熔
渣等，内表面粘有铁渣，其中一个坩埚内壁附着

一块金属，何堂坤等鉴定为铸态过共析钢，怀疑

是坩埚炼钢技术的产物［9］。潜伟在《镔铁新考》
中提到北京清河、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疆库车和
民丰等多处汉代遗址出土有炼铁坩埚，但没有经

过严格的考古发掘和科学分析［39］。
目前已明确的坩埚冶炼技术时代较晚，主要

用于炼铁、炼锌和炼铅，其技术一直留存到 20 世
纪。这三种技术是中国传统的坩埚冶炼技术，都是将多个坩埚置于煤炭为主要燃料的长
方形炼炉中进行冶炼。炉壁多由砖块砌就，炉宽和高在 1 米左右、长度不一，可容纳几十
个至上百个坩埚;炉底布置方式多样，通常在炉壁下部留有多处通风孔;炼炉所用的燃料

多为煤炭，也有用焦炭的，可利用自然风力冶炼，也有人工鼓风。
坩埚炼铁技术在近代流行于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省，尤以山西省太行山地区

最盛。清康熙《颜山杂记》是最早记载坩埚炼铁的文献［40］。西方地质学家和矿冶学
家很早就关注这种技术，1882 年李希霍芬 ( F. von Ｒichthofen) 所著《中国》( China )
介绍了山西晋城坩埚冶炼的情况，之后宿克莱( W. H. Shockley) 、丁格兰 ( F. Ｒ. Te-
gengren) 、李约瑟( J. Needham) 等都有报道［41-43］。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范
百胜［44］、韩汝玢和柯俊［42］等对山西晋城和阳城的传统坩埚炼铁做过详细调查。近
年来，刘培峰对山西传统坩埚炼铁做了综合性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文献总结、访谈、
实验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太行山地区坩埚炼铁的技术类型分为“一步法”和“两步
法”，确定两种类型的分布特征及探讨成因，并梳理坩埚炼铁的历史和源流［33］。遗
憾的是，他未对考察的遗址进行断代，也未分析古代的炼铁坩埚和炉渣，因此复原古

代坩埚炼铁技术还需进一步的工作。
金属锌由于其挥发性，需要用坩埚进行蒸馏才能冶炼出来，炼锌用的坩埚又叫“蒸馏

罐”。最早有关炼锌的记载见于《天工开物》。由于缺乏实物及考古资料，科技史界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依据古代历史文献、黄铜文物的检测分析和传统工艺调查来认识中国古代
炼锌技术［45］。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胡文龙、韩汝玢［46］、许笠［47］、梅建军［48］、周卫荣和克拉
多克( P. T. Craddock) ［49］等对云贵地区传统炼锌技术作过调查。至 2002 年起，重庆丰
都、石柱、忠县、酉阳等地发现了多处明清炼锌遗址，出土了大量炼锌蒸馏罐［50-52］。作者
首次通过冶炼遗物的分析，详细复原了丰都和石柱明清炼锌技术，发现蒸馏罐由罐、冷凝
器、兜和盖组成，氧化锌矿石和木炭、煤炭等还原剂高温下在罐中反应，产生的锌蒸气通过
兜的一侧气道上升至低温冷凝区冷凝，收集在兜内;明代蒸馏罐为鼓腹平底罐，而清代蒸

馏罐为细长圆锥状( 图 7) ［53，12，13］。近年来，在广西罗城和环江［54-56］、云南巧家［57］、湖南桂
阳［58］等多地发现了明清炼锌蒸馏罐，有待更多的研究。
坩埚炼铅技术是利用金属铁从硫化铅矿将铅还原出来，最早的记载见于乾隆年间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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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炼锌蒸馏罐: 1. 丰都明代蒸馏罐及内部反应示意图，2. 石柱清代蒸馏罐

肃巡抚吴善达的奏章。1958 年大炼钢铁期间各地的冶金资料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冶
金学教材中，有对传统坩埚炼铅的详细记载［15］。近些年来，北方地区发现了一批多为辽
金元时期的坩埚炼铅遗址，如河北平泉南铅沟［59］、唐县［60］、曲阳燕川［61］、河南桐柏围
山［62］等，出土了大量内部充满炉渣的管状坩埚残段( 图 8) 和坩埚残底，与传统坩埚炼铅
的记载相符。陈建立、刘思然、周文丽调查了曲阳燕川和桐柏围山遗址并分析了冶炼遗
物，复原了古代坩埚炼铅技术［15］，下一步将对更多遗址进行调查和研究。

图 8 炼铅坩埚: 1. 曲阳燕川坩埚; 2. 桐柏围山坩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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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坩埚的研究

研究坩埚的第一步是对坩埚进行详细的宏观观察，如坩埚的形制、大小、壁厚、材质、
受热情况、冶金残留物等，来初步判断坩埚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从上文可知，考古发现的
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主要分铸造用和冶炼用坩埚，从早期到晚期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早
期的坩埚( 如第一类铸造用坩埚) 较浅、敞口，内侧烧结严重并有炉渣，而外侧受热程度较
低，可见是内加热的，坩埚的材质看上去不是很致密耐火，壁较厚，有的掺入植物纤维，有

较好的隔热性能，即坩埚内侧受热烧结时，外侧还能保持较低的温度。而晚期的坩埚( 如
第三类铸造用坩埚和大部分冶炼用坩埚) 通常为较深、开口较小的容器，内外烧结程度一
致，表明是外加热的，坩埚的材质较为致密、耐火，壁较薄，有较好的导热性能，以便于热量
从外面传到里面。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随着时间变化的情况与西方坩埚的变化一致
( ［2］，53 页) 。
除了宏观观察，采用科技手段对坩埚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以充分发掘肉

眼所观察不到的信息。首先，通过对坩埚渣的分析，可以判断坩埚里处理的是哪种金属或
合金，以及具体的冶金反应过程。最常用的方法是切取坩埚横截面，采用金相显微镜和扫
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对附着渣作显微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通过鉴定渣中各种残留物

相或新生晶体，获取有关矿石种类及品位、合金原料、还原剂和燃料、反应温度、氧化还原
气氛等信息。
首先需要鉴别坩埚渣是熔炼渣还是冶炼渣。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利柯特就总

结出熔铜渣中非铁金属元素和燃料灰的含量较高，含铁量较低;而炼铜渣量大，以铁硅酸

盐为主，含铁量高，非铁金属元素含量低( ［3］，19 页) 。先秦铸铜遗址出土了一些典型的
熔铜渣，根据渣中是否含锡、铅和砷等合金元素可以大致推断所熔化的合金种类，如二里
头熔炼的合金较为多样，有纯铜、砷铜、砷锡铜、砷锡铅铜、锡铜、铅铜、铅锡铜等［63］，而殷
墟孝民屯主要熔炼铅铜和铅锡铜合金［14］，这与各自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合金种类是基本符

合的。另外，青铜生产并非只是简单的将铜、锡和铅等金属合金化，也可能采用共同冶炼
法( 铜矿与其他金属矿直接冶炼) 、矿炼法( 金属铜和其他金属矿冶炼) 和重熔法( 青铜废
料重熔) ，有的还会对粗铜进行精炼，这些不同的冶金反应都会在炉渣中留下线索［64］。
作者对重庆丰都和石柱明清炼锌渣的分析，发现丰都明代炼锌遗址所用的矿石是含

铁氧化物的菱锌矿( Zn2CO3 ) ，这种氧化矿可以不经过焙烧，直接进行冶炼，有较高的反应

效率;石柱清代炼锌遗址所用的矿石品位较差、含有较多杂质，如闪锌矿( ZnS) 和重晶石
( BaSO4 ) 中的硫会与锌生成硫化锌，残留在炉渣中，而所含铅和铜的氧化矿、铁氧化物杂
质消耗更多还原剂，从而降低生产效率。而且，石柱炼锌渣中残留木炭或煤炭的比例较丰
都小，说明石柱炼锌所用的还原剂相对较少，冶炼温度可能较低，导致其反应效率较

低［12，13］。炉渣的分析有时还需结合实验室模拟，才能更好的判断所用的冶金方法。例
如，刘思然通过炉渣分析判断曲阳燕川坩埚炼铅采用的是铁还原法，并通过电炉模拟实验

复原了这一过程，证明该法即使在炉渣未完全熔融的情况下也可将金属铅很好地还原并

分离出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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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坩埚的设计影响了冶金活动的生产效率甚至成败，研究坩埚的材质、原料、工
艺、性能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古人对冶金技术的掌握程度，探讨冶金活动的生产组织
方式。作者对殷墟孝民屯坩埚的分析发现，它们有较高的 SiO2、较低的 Al2O3 含量 ( 表

1) ，存在较多粉砂和孔隙，偶见植物纤维，因此比较耐高温、有较好的隔热性和抗热震
性［14］。孝民屯坩埚的材质与同出陶器的高粘土含量不同，而与炉壁和陶范的材质相似，
应该是以黄土为原料、对其进行“洗土去泥”以提高粉砂含量制作而成［65］。这一现象表
明坩埚、炉壁、陶范等很可能不是一般陶工生产的，而是根据熔铜和铸造过程的特殊要求，
对制陶粘土进行“改性”后制作而成的，体现了坩埚、炉壁和陶范的生产在殷墟可能是一
项专业化的手工业。

表 1 中国古代坩埚的化学成分( wt%)

坩埚成分 数量 Na2O MgO Al2O3 SiO2 K2O CaO TiO2 FeO C

殷墟孝民屯 5 2. 1 1. 4 11. 6 72. 8 2. 5 4. 5 0. 6 3. 8

洛阳吉利 1 0. 3 37. 3 43. 6 0. 6 Fe2O3 3. 5 13. 7

荥阳楚村 1 0. 6 30. 3 56. 2 0. 8 TFe 3. 7 5. 4

曲阳燕川 14 0. 5 27. 6 64. 8 1. 7 1. 0 1. 4 2. 8

桐柏围山 12 0. 3 0. 8 25. 2 63. 0 2. 0 1. 5 1. 4 4. 4

丰都庙背后 6 0. 3 0. 7 21. 4 69. 0 2. 7 0. 2 1. 0 4. 6

石柱大风门 6 0. 5 33. 6 46. 7 2. 9 0. 6 3. 8 10. 6

晚期外加热坩埚通常有较高的 Al2O3、较低的 SiO2 含量( 表 1) ，Al2O3 含量在 25%以
上的坩埚的原料可能是高岭土类耐火粘土，即“甘土”，有很高的耐火度。洛阳吉利炼钢
坩埚、荥阳楚村熔铜化铁坩埚、部分曲阳燕川和桐柏围山炼铅坩埚还掺有煤炭或木炭，这
与《天工开物》中铸钱熔铜坩埚中加入炭灰的记载是符合的。煤炭或木炭的加入应该与
加入石墨类似，可以提高其耐火度、化学稳定性、强度、韧性、抗热震性和导热性［66］。掺有
煤炭的高铝质坩埚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罕见的一种陶瓷材料，有待对其原料、性能和
发展情况作深入研究。这类坩埚的制作要求较高，除了原料特殊外，在使用前可能还要进
行预烧，尤其是炼锌和炼铅会消耗大量坩埚，需要专业工匠和窑炉进行专业化生产，可能

不是在冶炼遗址中制作的;而炼锌蒸馏罐上部的冷凝器和兜是在普通的粘土中加入煤炭

灰，使用前未经过焙烧，只需耐受几百摄氏度的温度，应该是在炼锌作坊里直接加在蒸馏

罐上的［12］。

4 结 语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冶金用坩埚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发现文献史料中的坩埚

最早用于炼丹，其后用于金银分离、熔铜、矿炼黄铜、炼锌、炼铅、炼铁等，但是考古出土的
坩埚主要有熔铜化铁和炼铁、炼锌、炼铅坩埚，尚未发现炼丹、炼金银、矿炼黄铜等的坩埚。
西方发现大量分离金银、灰吹法炼银、矿炼黄铜、坩埚炼钢的坩埚，并已有较多研究案
例［1，2］，对西方坩埚的了解将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国内坩埚的发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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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总结了坩埚科技分析的方法和意义，并列举了近年来国内的案例研究。建议
在做有损分析前，在考古现场或库房用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直接对坩埚渣进行定性
分析，快速检测出主要金属元素，初步判断坩埚的用途。扫描电镜是研究坩埚和坩埚渣的
最好方法，还可以结合模拟实验，更好地复原具体的冶金反应过程。另外，建议对坩埚开
展系统研究，可以借鉴陶瓷科技分析方法研究坩埚的材质和性能，以期厘清中国古代冶金

用坩埚的生产和使用的发展情况。
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考古学家和冶金考古学家对坩埚的重视，促进对坩埚的认

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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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and Study of Metallurgical Crucibles in Ancient China

ZHOU Wenli1，LIU Siran2，CHEN Jianli3

( 1．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2．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USTB，Beijing 100083，China;

3．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PKU，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Crucibles were important tools in ancient metallurgical activities，but the study of
crucibles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y summaris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crucibles，this pa-
per found that it was the alchemist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o first used crucibles; from the
Song Dynasty，crucibles were mostly used for gold and silver smelting; and some crucibles called
guan and tong were also used for copper melting，as well as zinc，lead and iron smelting． In addi-
tion，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evidence，there were two types of crucibles: casting crucibles for
melting copper and iron，which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ubtypes; and smelting crucibles
for smelting iron，zinc and lead． This paper then introduces common methods to study crucibles，and
elaborates how the analysis of crucibles and crucible slag could solve issues surrounding metallurgical
techniques，and the efficiency and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Keywords crucible，casting，smelting


